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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存在主义在《围城》中的体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在西方文化界兴起。存在主义一词的拉丁文existentia，意为存在、生存、实存。存在主义哲学论述的不是抽象的意识、概念、本质的传统哲学，而是注重存在，注重人生。主要是指精神的存在，把人的心理意识（往往是焦虑、绝望、恐惧等低劣的，病态的心理意识）同社会存在与个人的现实存在对立起来，把它当作唯一的真实的存在。正值存在主义哲学方兴未艾走向成熟之际，钱钟书留学英法《围城》成书。以先生博览群书、会通中西的秉性，存在主义的理念散落于书中亦属平常。实际上在其大作《管锥篇》、《谈艺录》等文中，提及不少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如海德格尔、萨特、加谬等。解志熙在《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将《围城》中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挖掘出来，颇有见地。而本文试图通过文化、人性、情感三个角度阐述《围城》中传递的：在世界的荒诞中，痛苦的人生。现代人由于缺少沟通与对话由此产生的隔膜以及带来的人对于生存的困惑的境遇。

一、文化沟通的缺位

（一）《围城》所处的文化背景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体系，封建文化一统数千年。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型，面对“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反思与自省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等等在物质技术层面的向西方学习在甲午战争的冲击下均意味着以失败告终，而直至新文化运动，标志着对民族命运的探问已经深入到了心理文化层面。

正是在这背景下，文化界人士开始了新一轮分化与组合，也真正开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全面的比较与重构。因此，把《围城》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两重背景中加以考察，正是由小说站在文化的高度对人生、人性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关照所决定的。

（二）《围城》作者对文化的界定

有鉴于此，让我们首先了解钱钟书先生对文化的界定：

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务”；“文、学、言、论”，所谓“文化事务”。前者见异思迁，后者积重难革，盖事之常也……

在作者的认知中，文化是“形而上”层次的人与自身的关系。如杨绛先生所言，“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难推断，在文本中能够代表和体现作者思想倾向的显然是主人公方鸿渐，从方鸿渐的只字片语中，我们可以窥视钱钟书对当时特殊语境下对国内文化哲学现状的思考和态度。

（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东西方文化冲突最为明显的一幕场景出现在方鸿渐第一次相亲。在Jimmy家，张吉民作为一个买办人士，思想的天平倾向于西化，“深谙”中体西用之精髓，择婿也要求“中西合璧”，方鸿渐家世头衔都不错，又是“留学博士”甚合条件，因而可以登堂入室，进入侯选名单，由此上演了一幕中为西用的闹剧：

我有时候请外国friends吃饭，就用那个康熙窖‘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
这位满口杂交语言模式的买办人士表面上似乎深得东西文化的精髓，实则不伦不类。而对张太太“鸿渐暗想，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而竟抱种种信仰，坐在热水管烘暖的客堂里念佛，可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非难事”。其女儿被“不惜工本的栽培，教会学校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如此只是造就了一个中西畸形结合的怪胎。

承如前所言，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已经显示了阻碍时代进步的特色，两者存在的矛盾一时难以合理的调和由此产生了难以理解、难以沟通的荒谬世界。且看方遁翁，他是一个十足迂腐的文化遗老，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他坚持着男尊女卑的旧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破坏了方与孙婚姻的和睦，正是在这样森严的礼教下，父母儿女无正常心，婆媳间相互敌视，妯娌间明争暗斗。方鸿渐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虽说从小受到迂腐文化熏陶的同时也接受现代的文化教育，甚至西方文化的教育，但只能是“不中不洋”。他在每个州的大学里游荡，最终也没获得博士学位，更不用说西学的精髓；对于本土的，他连拟个稿子也不到位，还要人帮他改了才能用。因而他回国后的生存更为困惑，不管与崇洋的还是保守的传统的都存在沟通困难。

黑格尔曾说：造成困难的永远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在实际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环节彼此区分开来。文化又往往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方遁翁家族趋向破裂不正是文化冲突、沟通缺位导致的必然？ 

二、人性的无奈

（一）人性的丑陋

作者在前言中言：“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它无疑暗示了文本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了整个人生的，当然也就无可避免地指向了人性。从整部作品看，作者对人性的概括和鞭挞可谓入木三分。

虚伪和蒙骗成了一部分人的座右铭和通行证，能将此表演之大乘者则成了时代的宠儿和座上嘉宾，韩学愈和方鸿渐文凭同出克来登大学，同以金钱换得。但韩能将其伪装到极至，方则在良知和堕落之间犹豫徘徊，二人在三闾大学的境遇也因此有了天壤之别。方鸿渐在归国的前后，所坚持的道德底线面对世俗残酷无情的冲击，一步一步地退缩，而且掉入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中，逐渐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乎逻辑的颇具欺骗性的借口，而且越来越熟能生巧。在压力下，柏拉图的《理想国》成了他心理安慰的凭据。最后也开始依靠这张假文凭三闾大学谋生，至此他的道德底线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也印证了作者说的“到了十九世纪，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人类几乎全无灵魂。”

（二）人性的虚伪导致沟通的困难
“要人知道秘密，而不让人知道什么样的秘密，等他们问，要他们猜，这是人性的虚荣。”虚荣可以说是贯穿《围城》中众多人物的本相，也不仅仅是一群灰色知识分子的专利，方鸿渐家人从《沪报》刊登方鸿渐由克来登大学荣授哲学博士，到方的两位弟媳虚报嫁妆；从方遁翁为孙子取名接受别人廉价的奉承，到范小姐以书抬高身价……芸芸众生都围绕着虚荣表演，这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留下的毒瘤，正如帕格深说：“再也没有比虚荣心更浮又更深植的缺点了。”

当人类失去彼此信赖的道德规范，价值体系面临崩溃的语境下，人与人之间失去最起码的信任感，在方鸿渐的内心中，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产生了绝对的分离，从对理想的追求逐渐沦落到仅仅为生存的奔波，孤独感无可避免的占据了他的内心世界。

生与死、善与恶、英勇与背叛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造成的是不可理解的荒诞的无法理解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只好筑起高墙，不管父与子、兄弟、妯娌、夫妻还是朋友、同学、同事……相互之间隔膜而不能相互正常地沟通，甚至相互猜忌、敌视、攻击，仿佛他人就是地狱，这是“具有无毛两足动物基本根性”的必然结局，方鸿渐意识到了在战争情况下，“生存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可以说，方鸿渐经历着国人共同的心理变异历程，作者借方鸿渐之口道出了真谛：“聚在一起，动不动冒犯别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刺猬，只好自己保持这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解志熙就说《围城》“不但概括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且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基本存在状况，《围城》也因此不但成了整个现代人生的反映，并且也成了整个人类的写照。”
三、情感的虚无

（一）追求爱情而不得

主人公方鸿渐以为家庭可以给他业已绝望的心灵填补少许的充实，可是带来的是更大的绝望，于是油然发出了：“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和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是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一个人，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时候，双方本相可以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未彼此认清，倒是老式结婚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都不认得谁。”

这是方鸿渐对婚姻失败后的又一次对人生发出的感慨。一部《围城》自始至终都有一条爱情主线。但是正如司马长风说的：“理想的爱情多归虚妄；婚姻多是不由自主的遇合。”可谓一语中的。

方鸿渐先是在归国的船上，无法抵抗住充满性感的混血女郎鲍小姐的肉体诱惑，与她偷情，轮船到达目的地后，鲍小姐一头扑进未婚夫的怀抱，令他大失所望，有一种遭欺骗的屈辱，明白他自己只是扮演着被玩弄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填补空虚的工具而已。同船的法国里昂大学的博士苏文纨小姐讨好他，方鸿渐对其本无兴趣，但是随后在苏文纨一步步的爱情进逼和有意的布局中，虽然内心无法接受，也唯有节节败退，但是他懦弱的性格却为他的爱情悲剧埋下了祸根。在方鸿渐与唐小芙之间，双方对彼此都有心意，但种种误会和沟通渠道的缺乏却使他们的爱情梦幻终归破灭，理想终成泡影。

他们的悲剧表明，面对偶然的人生，人类的理性显得无能为力，即使是真诚相爱的人也无法打破孤独的高墙！难怪方鸿渐会“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天地变了相。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此时，他对万事已渐心灰意冷，想前路茫茫，自恨没有勇气退回上海，他与热烈的、诗情画意的、或喜或悲的爱情无缘了！

（二）退而求其次的婚姻不如意进一步揭示了生存的无奈
婚姻成了方鸿渐最后得以自慰的港湾，恰于此，他被颇有心机的孙柔嘉设计的情网套上了，他们的婚姻可说偶然也可说必然。从去三闾大学路上的“一念温柔”，到偶然机缘促成的订婚，形势所迫的婚姻确实是一种平淡无奇又莫名其妙的无奈、困惑。方与孙似是而非的恋爱关系，由于插进了第三者陆子萧，反一蹴而就成了他这段似是无意又是有意的婚姻。这一缺乏坚实基础的感情只能引发方鸿渐如开头的论述，至此，原先那个充满理想和追求的方鸿渐已经在现实的逼压下悲壮地死去了。

不仅如此，另一主人公赵辛楣的爱情历程也藏着无尽的辛酸和痛楚，他从小喜欢苏小姐，而且“武断的认为苏小姐命里就是帮助丈夫，就是自己，因为女相士说自己要做官的”，可惜苏小姐已经心有所倚，只倾心于方鸿渐，赵辛楣学习的政治全无用处。最后苏小姐屈嫁给曹元郎，赵辛楣的愿望也破灭了，他领悟到“我觉得不必让恋爱在人生中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许多人没恋爱也一样的生活”。最后和他结合的女孩是他喜欢但是不愿意爱的，他与方鸿渐相比更早地适应了那个无聊荒诞的社会和无奈的生存状态。其人生观也渐渐落入传统文化浸染的士大夫思想，他的经历虽然比方鸿渐少了一份悲剧，多了一份喜剧的色彩，但是也无法改变爱情虚无的悲剧。

（三）通过爱情的破灭暗示理想的破灭

书中有爱情，但绝非就爱论爱，更不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爱情小说”，如前文所论述，普通关系的人之间尚且难以沟通，那么恋人之间、夫妻之间本应该是最亲密的吧，可是依旧表现的是隔膜和难以打通的厚厚的壁障。作者的意图很明显，想通过对人类最本真最纯洁的一块圣地理想的破灭来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探寻一种人类永恒悲剧的状态。美好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却是虚无的不存在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是理想的溃灭，我们可以看到无奈的抉择和生存的匮乏感！

夏志清先生曾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小说。”小说所表现的存在主义哲学意蕴，反映了现代文明筑成的高墙，并把焦点最终指向了人的存在的永恒困惑，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理性的批判和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哲学思考，在展现整个现代文明的缺憾和现代人危机同时，深层次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近在咫尺，心却远在天涯，各为其政，并对由此带来的生存困惑作了一番积极探索。走进《围城》，每个读者都能跨越时空触摸到那一抹苍凉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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